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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ke the Rain, the Buddhism Dharma Nourishes the Creatures on the Earth; Blow the Giant 
Dharma Conch and the Buddhism Dharma’s Power Governs the Universe—Sinistral Conch 
under the Reign of Emperor Qianlong of the Qing Dynasty

In late August this year, one of my colleagues of China Guardian called me to identify an important Buddhism ritual instrument 
returning from Europe. When I arrived at the headquarters at the fixed time, the staff there showed me the dharma conch and a 
pile of pictures and documents. With careful scrutiny I concluded that it is a sinistral conch dated back to Qianl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featured by exquisite craftsmanship and reliable date; meanwhile it is definitely handed down from a prestigious 
western collector, which demonstrates its reliable origin. The past one decade or more have never witnessed such high-level 
dharma conch in work of fine art auc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it is very unlikely to see a second one in the future. 
Even though the style of sinistral conch is common in the dharma conches, this one still stands out compared with those 
ordinary ones since it was made for Qing imperial use during the rule of Emperor Qianlong. Among the four dharma conches 
related to Emperor Qianlong, this one features irreplaceable position and historical value due to its unique craftsmanship 
and delicate decoration, and above all because it is a piece of typical Tibetan Buddhism ritual instrument related to Emperor 
Qianlong from fabrication to use. Though it is small in size, the essence it embodies can demonstrate Emperor Qianlong’s faith 
in Tibetan Buddhism, his benevolence to the common people and his broad-mindedness for the future of Mongolians. 

雨大法雨  吹大法螺   
—清乾隆款镶翅八宝纹左旋法螺 

今年 8 月下旬，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同仁打来电话，说是有一件欧洲回流的佛教重器请我帮忙看看。约定时间后，

我去到嘉德总部，工作人员搬出了这件法螺，并拿出一摞与之相关的图像及文字资料。我仔细观看后，确定它是一件清乾隆款镶

翅八宝纹左旋法螺，不仅做工精致，年代真实可靠，而且出自西方著名藏家之手，流传有绪 ；特别是在十多年的国内外艺术品拍

卖会上出现如此高规格的法螺尚属首例，今后恐怕也不会有第二例现身。惊喜之余，特属此小文，以供广大艺术品收藏及爱好者

参考。

  一、法螺的来源、象征意义及功用

法螺，为梵语 dharma-sankha 的意译，音译商佉，又有珂贝、法赢、宝螺、金刚螺、蠡、蠡贝、螺贝等名。为藏传佛教常用法器，

属其中的礼赞类。自古以来佛教习惯将其音乐统称为“梵贝”，如清代诗人田雯《病愈早起成诗》即有“凭几理素琴，焚香诵梵贝”

的名句，此名中就有一个与海螺相关的“贝”字，而一种解释认为梵贝就是法螺。这一情形充分说明法螺在佛教音乐史上具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

法螺一般用海螺制成。其尾部有螺纹，代表佛陀的三条颈纹，亦代表佛语；螺纹有左旋和右旋之分，若为逆时针方向旋转螺纹，

称右旋螺，反之即为左旋螺。按科学说法，海螺的螺纹方向与海水波浪、阳光等有关，并非自然生成。在大多数情况下，左旋海

螺较多，右旋者极少，因此佛教赋予了右旋螺特别殊胜的意义，认为是吉祥圆满的象征。法螺有装饰和不装饰两种形式。其中，

不装饰法螺为海螺的原始形态，一般用于佛前供奉。装饰法螺于螺身多处进行装饰 ：一处在海螺的尾端，用金、银或铜镶成规则

的圆口，以便于吹奏 ；再一处是螺身，以金、银或铜片进行包裹，金属外表錾刻花纹图案并镶嵌宝石，其中最具代表者为镶翅法

螺，即螺身镶嵌的金属片宛如一个硕大而美丽的翅膀 ；另一处在螺口，亦以金、银或铜片进行包裹，金属外表錾刻花纹图案并镶

嵌宝石。装饰法螺一般作为佛教法会中的吹奏法器，起到集合大众，庄严法会气氛的作用。 

海螺的使用起源很早，最初用作古代战场上的军号，后被佛教吸收为法螺。法螺在佛教中也有两千五百多年的悠久历史。

据佛典记载，佛祖释迦牟尼佛在成道前的一次潜心修行时，有一外道邪魔前来扰乱，恰在当时帝释天赶到，他吹响手中的

法螺，外道闻声顿时落荒而逃。后来，释迦牟尼佛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时，帝释天又向佛祖献上一个白色右旋法螺。今天在

文／黄春和 By Huang Chun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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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寺院壁画和唐卡上，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手捧法螺的帝

释天侍立于佛祖的右下方，标示着法螺与佛教久远的历史渊源。

自此以后，法螺在佛教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被赋予了不同

的宗教象征意义和功用。

首先，佛教认为释迦牟尼佛说法声音洪亮，犹如大海之螺声，

响彻四方，所以用以象征佛陀说法，所谓“螺贝之声远闻，以喻佛

之说法广被大众”。在佛典中常以法螺之音悠扬深远比喻佛陀说法

之妙音。如《法华经 • 序品》中说：“今佛世尊，欲说大法，雨大法雨、

吹大法螺，击大法鼓。”《无量寿经》卷一也以“扣法鼓，吹法螺”

比喻佛陀说法之庄严。《金光明最胜王经》卷三也记载 ：“现在十方

一切诸佛，已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转妙法轮，持照法轮，雨

大法雨，击大法鼓，吹大法螺，建大法幢，秉大法炬，为欲利益安

乐诸众生故。” 基于这一象征意义，所以在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中，

许多佛像皆以法螺作为标识，以象征其宣说法音。我们常见带法螺

标识的佛像有七俱胝佛母、无量音声佛顶、生念处菩萨、迦楼罗等。

如无量音声佛顶像，其左手持莲花，莲花上有螺贝，意在表现佛陀

以无量妙音说法，使众生各得开解。

再者，法螺是佛教法事活动中使用的重要法器之一，有三种不

同的功用。一者吹奏，用以集合大众、宣扬法音和礼赞佛陀。如《洛

阳伽蓝记》卷五记载，乌长国有早晚吹法螺以礼佛的习俗。而《广

清凉传》卷上也记载，五台山大孚灵鹫寺启建法会时，即以法螺、

箜篌、瑟琶齐奏。二者为密教灌顶时所用。如《注进醍醐寺三宝院

并遍智院道具绘样等三昧耶戒道具事》记载：灌顶所用法螺为白色，

长须五寸二分。《略出经》也记载，灌顶时，上师应授以商佉，告

言作是，从今以后，汝应转动诸佛之法轮，当吹无上之法螺，遍传

大法声於一切处。三者用于佛前供奉，或单独供奉于佛前，或以八

吉祥一组的形式供于佛前。今天在藏传佛教中法螺的这几种功能仍

在继续沿用。

其次，法螺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奇功德。因为法螺一吹，诸善神皆至；

螺声雄浑，犹如佛法之勇猛无敌，可以降魔伏妖，消除罪障，利益大众。

如《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卷一八记载 ：“若加持螺，诸高处望，大声

吹之，四生之众生，闻螺声灭诸重罪，能受身舍己，等生天上。”而《千

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也有载 ：“若为召呼

一切诸天神，当用宝螺手。”故而在印度佛教中法螺又称为“圣贝”。 

来源：此法螺为欧美西藏文物大藏家詹姆士W. 阿尔斯多夫伉俪旧藏清乾隆  御制錾胎珐琅八吉祥展翼法螺  “乾隆御制”四字楷体款，乾隆本朝
A RARE COMCH SHELL WITH GILT COPPER AND ENAMEL CHAMPLEVE MOUNT
Tibet-chinese, Qianlong incised four-character yuzhi mark and of the period (1736-1795)
21.6 cm. long
RMB: 9,200,000-13,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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螺还专门配有一个精致的皮盒，盒盖内面贴裱一方白绫签，上书汉、

满、蒙、藏四体文字题记，其中汉文为 ：“乾隆四十五年班禅额尔

德呢所进大利益右旋白螺，护佑渡江海平安如愿，诸事顺成，不可

思议功德。”由此而知此螺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六世班禅为

乾隆祝寿时所献。再一件为西藏布达拉宫收藏的七佛法螺，是乾隆

皇帝赠送七世达赖喇嘛的珍贵礼品。长 18.5 厘米。口沿镶有金边，

金边上錾刻花纹并嵌各色宝石。螺身自上而下分层雕刻莲瓣纹、连

珠纹和过去七佛像，雕工精美，布局整齐。螺口内壁刻有乾隆《法

螺赞》一首：“洪海之螺，梵天之器。以鸣呗唱，满字半字。释迦拈花，

迦叶鼓琴。十方三际，异音同音。置则寂然，奏则亮尔。以演大乘，

溥皈佛旨。” 另一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西番莲法螺。长 12.7 厘

米。螺身满刻缠枝莲花纹饰，藤蔓相连，疏密有致，精雕细刻，玲

珑剔透。螺口内壁刻“乾隆敬制”四字隶书款。由此可见，这三件

法螺从制作到使用皆与乾隆密切相关，都有着高贵的出身和崇高的

地位；同时它们在造型、工艺和题款上又各自有着不同的殊胜特点，

右旋法螺以造型见长，世间罕有 ；七佛法螺以雕工和题赞称尊，举

世无双 ；而西番莲法螺亦以雕工和刻款著名，独一无二，可谓各有

千秋，各具特色。通过研究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此次嘉德公司隆重

推出的镶翅法螺与上三件法螺相比毫不逊色，同样具有高贵的出身

和崇高地位，同样具有造型、工艺和题款上的优胜特点，它在造型

上镶有美丽的翅膀，工艺上采用了乾隆时期成熟的錾胎珐琅技术，

而刻款形式又十分特殊。毫无疑问，它是已知三件乾隆法螺之外的

二、乾隆款镶翅法螺艺术特点与价值

此次中国嘉德推出的法螺是一件典型的左旋式法螺，

造型规整，大小合宜。法螺尾端以錾胎珐琅工艺包嵌成一

个可以吹奏的圆口，形同喇叭，螺身以同样工艺镶成一个

巨大的翅膀。螺尾及螺身的工艺完全一致，地子呈天蓝色，

螺尾其上鎏金錾刻缠枝莲花图案，而螺身的镶翅外面亦以

相同工艺錾刻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罐、金

鱼、盘肠八种宝物图案，称“佛八宝”，镶翅内面鎏金素

面上工整地镌刻着“乾隆御制”四字铭款，明确标示这件

法螺为清代乾隆皇帝亲命制作。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御制”

款不同于同时期的“大清乾隆年敬造”或“乾隆年制”等

年号款，而是乾隆皇帝自署的名号款，如同其书法作品上

所署“乾隆御笔”落款一样，而且刻款字体亦为乾隆典型

书法风格。另外，法螺的头部还安有一个铜鎏金圆环，其

上系有五片丝织绸带，绸带上绣有象征圣洁的莲花图案，

绸带下又缀有流苏，这些饰品在工艺上亦展现了清代宫廷

艺术鲜明特点。整件法螺造型美观大方，工艺精美绝伦，

品质高贵，保存完好，显示了庄严肃穆、灿烂辉煌的清代

皇家艺术气象。

在这件镶翅法螺上，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其镶翅上装饰的佛

教八宝图案，因为这组图案不仅具有极强的审美效果，而且在造型

和象征意义上均标显出鲜明的藏传佛教艺术特色。如其中的法轮，

原为古印度一种兵器，佛教借以代表佛法，如转轮王之轮，旋转不

停，所谓“法轮常转”，即喻示佛法兴盛不衰。法轮呈圆轮形，其

上有八根辐条，象征释迦牟尼佛一生弘法的八件大事。宝伞，原为

古印度贵族出行时的仪仗器具，后被佛教采用，作为佛、菩萨和高

僧大德的顶饰，象征遮蔽魔障、守护佛法，护佑众生，有“张驰自如，

曲覆众生”之意。盘肠，又称吉祥结，是一种回环的菱形绳索图案，

表示佛法回环贯彻、一切通明；又象征佛智圆满。法螺，代表法音，

比喻释迦牟尼佛说法声音响亮，如同海螺之音，响彻四方，同时又

具有传扬佛法，使闻声者远离恶魔，灭诸罪障等功德。莲花，又称

荷花，因其“出五浊世，无所污染”，有香、净、柔软和可爱四德，

以喻佛法清净无染。宝瓶，又称罐，以能聚满甘露，故有圆满无漏

之德。金鱼，多为双鱼形，以其“翅为绿玉，圆眼放光，柔软无比，

撇弃无明，标志智慧”，象征解脱自在，坚固活泼。宝盖，又称华盖、

宝幢，原为古印度军队中一种旗帜，后被佛教采用，代表除一切烦

恼魔障，得大胜利，究竟解脱。八宝各具吉祥美好的象征意义，使

这件镶翅法螺凭添了更加殊胜圆满的意义与功德。 

据初步调查统计，堪与此螺媲美，且与乾隆帝有关的法螺现存

于世者还有三件 ：一件是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右旋法螺。长 10.8

厘米。周身无任何装饰。尾端螺纹呈明显的右旋式，甚为稀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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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重大发现，而且在现存的四件乾隆法螺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和价值。尤为难得的是，其他三件法螺目前皆为各大博物馆收藏，

唯此一件流传在外，无疑又给广大艺术品收藏及爱好者提供了亲近

乃至拥有它的难得机缘。  

三、乾隆款镶翅法螺与乾隆奉佛因缘

由上可见，此次中国嘉德推出的乾隆款镶翅法螺，连同过去已

知的三件与乾隆相关的法螺，从制作到使用均与乾隆皇帝有关，反

映了乾隆与藏传佛教的密切关系。那么，作为统御天下的一代名君，

许多国家大事需要他去过问和处理，为何要与藏传佛教发生关系，

又为何亲自命令制作并使用这些小小的器物呢？了解其中的原因无

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件镶翅法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文化价

值。 

历史证明，乾隆与藏传佛教的密切关系体现了乾隆对藏传

佛教的崇重，而乾隆对藏传佛教的崇重主要体现在两个不同的

方面 ：一方面是政治利用，即通过崇重藏传佛教达到笼络蒙、

藏民族的目的，从而实现边疆地区的安宁和国家的稳定。我们

知道，蒙、藏等民族历史上都信奉藏传佛教，藏传佛教不仅是

他们的精神支柱，同时也广泛影响着他们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

因此，从元代开始，内地中央政府就根据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

特点，采取了“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怀柔政策。元代崇奉藏传

佛教萨迦派，封其首领为帝师，所谓“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

同语”；明代推行“众封多建”政策，对藏传佛教噶举、萨迦和

格鲁等教派广行封赏，先后册封三大法王、五大教王，以及众

多的灌顶国师、国师和禅师等。元明两朝的这些施政经验为清

代提供了重要借鉴，因此入清以后的清代诸帝不仅积极仿效前

朝，而且将尊崇和扶持藏传佛教当成了一项基本国策。顺治九

年（1653 年）顺治帝诏令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正式册封五世达

赖喇嘛“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

嘛”名号，并颁给金印和金册。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康熙

帝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亦赐金印 ；同时康熙帝还

于康熙三十年（1691 年）册封一世哲布尊丹巴为“呼图克图大

喇嘛”，统管喀尔喀部蒙古佛教事务，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

又册封一世章嘉活佛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并赐金印，令

其总领漠南蒙古佛教事务。至此清代格鲁派四大宗教领袖正式

形成，并分别作为前藏、后藏、漠北蒙古和漠南蒙古的最高宗

教领袖与清廷密切配合，共同维护着民族的团结。到乾隆时期，

清代对西藏和蒙古地区的经营达到高潮，治藏政策趋于完善。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正式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 二十九

条 )，以明确细致的条文规定了清中央管理西藏的体制，是清代

初期和中期加强对西藏治理的系统总结，也是清代在西藏地方

施政发展到最高阶段的标志。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乾隆在

《御制喇嘛说》碑文中说：“兴黄教，之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

不可以不保护之。”这是乾隆数十年以大兴黄教经营西藏和蒙古

的经验总结，也充分透露了他崇奉藏传佛教真实的政治用意。

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佛教信仰上。乾隆帝从小受其父雍正帝影

响，喜好禅理 ；少年时又与三世章嘉活佛一起读书，深受佛理熏

染。受封亲王后，以长春居士自居，广泛涉猎汉藏佛教思想理论，

成为雍正在宫中堪与之共同讨论禅理的十四人之一。继皇位后，他

亲眼目睹藏传佛教在蒙藏民众中的巨大影响，最终将兴趣转向藏传

佛教，并成为此后终生的精神追求。对于藏传佛教的态度，乾隆在

《御制喇嘛说》碑文中也明确地道出了他的初衷 ：“夫定其事之是非

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

著录：A Collecting Odyssey: Indian, Himalayan, 
      and Southeast Asian Art P235, P344 ,
      1997 年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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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

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但在后来的实际生活中，

他对藏传佛教已不是简单地“习之”了，而是虔诚地信奉。他礼敬

藏传佛教高僧，从之听法和受法。他一生最为礼敬的是三世章嘉国

师，三世章嘉国师实际就是乾隆的密宗老师，乾隆曾从他接受“胜

乐铃五神”等许多密法灌顶。他在皇宫内外为藏传佛教大兴寺塔，

大造佛像、法器和法物。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时宫中各处设置的

佛堂有近三十座。这些佛堂虽然在规模与陈设上各有不同，但基本

上以供奉藏传佛教诸神为主。在这些佛堂中，雨花阁堪称之最，它

是三世章嘉国师根据藏传佛教修法与供奉仪轨亲自设计和建造的，

专供乾隆修炼密法所设，最能体现乾隆的藏传佛教信仰和清宫藏传

佛教思想与文化特色。在雨花阁周围还分布有中正殿、雨花阁东配

殿、梵宗楼、宝华楼等大小七座殿堂，它们共同形成了一座庞大而

独立的院落，成为乾隆时期清宫最为重要的佛堂区。乾隆每月朔望

和一些佛教节日，都要亲往各处佛堂拈香、敬佛和念佛，这些活动

已溶入乾隆日常生活中，成为他几乎每天必修的“功课”。特别值

得注意的是，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雍和宫和西藏布达拉宫，分别收

藏有乾隆僧装像唐卡，画中乾隆身着红色袈裟，头戴黄色班智达帽，

结跏趺坐于三层高垫上，左手托法轮，右手结说法印，周围有众多

菩萨、护法和祖师，乾隆宛然成了莲花围绕、众神簇拥的蒙藏民众

心目中的文殊菩萨化身。而乾隆死后归葬的清东陵裕陵，地宫内全

部都是藏传佛教内容的各种雕刻，使人仿佛走进了一个地下佛国。

这些也足以反映乾隆生前虔诚信奉藏传佛教的真实情况。 

正是基于对藏传佛教既利用又信仰的双重目的，乾隆不惜花费

巨大的人力和物力，在皇宫内外为藏传佛教大兴佛寺和佛堂。这些

佛寺和佛堂都有着丰富而齐备的陈设，包括佛像、佛经、各种法器

和供器，林林总总，琳琅满目，展现着清代皇家佛寺的富丽堂皇和

乾隆对藏传佛教的无比尊崇。毫无疑问，此次嘉德公司推出的乾隆

款镶翅法螺曾经即为清宫佛堂陈设中的法器，是乾隆尊崇藏传佛教

的历史产物。 

结 论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对此次中国嘉德推出的清乾隆款镶翅八

宝纹左旋法螺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它是一件左旋法螺，虽为海螺中

常见的造型样式，但因出自清宫，为乾隆帝御制，品级及历史价值

远非一般法螺可比 ；它工艺独特、精细，装饰讲究，在现存四件与

乾隆相关的法螺中，其装饰形式、工艺和刻款独具特色，具有不可

替代的地位与文物价值。它是一件典型的藏传佛教文物，从制作到

使用均与乾隆有关，虽然体量甚小，但如芥子纳须弥，足可映照出

乾隆对藏传佛教的一片虔诚，映照出乾隆对天下苍生的仁慈之心，

映照出乾隆对蒙藏民族的博大胸怀。

（作者为首都博物馆研究员）


